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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被覆盖变化是评估生态效应与治理成效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基于洞庭湖流域 2000—2019 年

MODISNDVI 和同期气温、降水、土地利用等相关数据，运用 Sen+Mann-Kendall、Hurst 指数、偏相关分析、残差分

析等多种方法，全面分析了流域植被覆盖时空演化与未来变化趋势，主要结论如下：(1)年际变化上，流域生长季

NVDI 呈分阶段波动上升趋势，植被覆盖显著增加。(2)空间分布上，流域大部分区域植被覆盖状况良好，呈“西高

东低”分布特征；但未来流域大部区域植被 NDVI可能呈增长放缓或退化趋势。(3)气候影响因素上，流域生长季 NDVI

与降水和气温变化均呈正相关，但气温对植被生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降水。(4)人类影响因素上，农业生产与生态

工程建设对流域植被变化具有正面效应；土地利用变化对流域植被变化具有双重影响作用；城市扩张则是导致 NDVI

减少的主要因素之一。未来流域生态治理范围应重点关注残差呈持续减少特征的湖区沿线、经济较发达区域以及已

建成经济区的周边扩展区域，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三位一体的生态协同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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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覆盖变化是土壤、大气、水分、气温以及人类活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1]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整体状况，

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发挥着“指示器”作用[2]。一方面，植被覆盖变化直接影响地表反照率、温室气体、生态功能等地气系统特征

的改变[3]；另一方面，气候与人类活动又直接影响着地表植被的构成与生长量。动态且长时间序列地监测植被生长变化情况，能

有效反映出研究区气候因素与人类活动对陆地生态系统演变的影响，有助于人类更好地模拟生态环境变化趋势，是评估生态系

统的功能性与服务性的有效指标[4]。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植被覆盖变化反映了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对其进行深入的驱动因素分

析有利于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科学规划与决策。 

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是监测植被与研究生态系统变化最常用的参数之一，能客

观呈现较大范围内植被覆盖的具体信息
[5]
，在植被覆盖的年际变化、时空分异特征以及其驱动因素等相关研究之中得到广泛应用

[6]。现有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是植被覆盖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不同时空尺度下其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Fensholt 等指出气温与降水是影响 1981—2007年全球半干旱地区植被生长的主要限制因素[7]。Mohammat 等指出干旱与春冷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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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1982—2009 年亚洲内陆地表植被生长速度减缓、绿化程度降低的主要原因[8]。信忠保等发现气候变暖延长了黄土高原植被的

生长期，农业生产、退耕护林等人类活动对植被变化具有正面效应[9]。穆少杰等发现影响内蒙古植被生长的关键因素为水热组合

的共同作用
[10]

。易浪等发现影响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为降水与人类活动的正负效应
[11]
。邓晨晖等发现秦岭地

区植被覆盖变化的主要贡献因子为“人类活动>降水>气温>潜在蒸散量”[12]。对比已有研究可知，我国现有植被覆盖研究成果多

集中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等西北生态脆弱区与华东、华北等人口密集区[13]。近年来，大尺度下长江、黄河、海河、淮

河等流域植被覆盖研究逐渐受到关注[14,15]，但鲜有研究针对洞庭湖流域进行长时间序列的植被时空监测与归因分析。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仅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导向，更是指导洞庭湖流域沿线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主导

思想。洞庭湖流域具有相对独立的复杂生态系统，植被资源丰富，地形地貌多样，是长江经济带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湖区

面积萎缩、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频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严重失衡
[14]
。植被覆盖变化作为研究

区域生态环境演变的重要指标，是人类应对未来气候改变与确定未来人为干预活动区域的主要依据。目前，洞庭湖流域植被覆盖

研究主要聚焦于气候因素的相关分析[15]，涉及人类活动影响的研究尚少。然而，随着流域沿线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化程度不断

升高，流域内生态环境污染扩散现象严重，湖区政府生态治理主体相对单一且跨区治理合作机制不畅导致综合治理难度较大，生

态治理体系呈相对“结构化割裂”特征[16]。本研究基于 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MO⁃DIS-NDVI 和同期气温、降水、土地利用等

相关数据，结合 Sen+Mann-Kendall、Hurst 指数、偏相关分析、残差分析等多种方法，系统研究流域植被覆盖的年际变化、空间

分布与变化趋势，进一步探讨植被覆盖变化驱动因素与响应程度，深化“植被、气候与人类活动”三者间的关系认知，可为洞庭

湖流域环境协同治理与生态工程建设提供有效的科学依据与支撑。 

1 研究区概况、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处理 

洞庭湖流域位于我国长江中游以南，南岭以北，介于 107°16'E～114°17'E,24°38'N～30°26'N，流域面积达 26.3 万 km2，

承担着调蓄长江、连接湘资沅澧“四水”的重要功能；流域覆盖了湖南省大部分区域以及湖北、贵州、广西、重庆等省市局部区

域，整体上呈现“三面北开”的独特空间结构形态。流域属典型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年均气温 16～

17℃，年均降雨量 1200～1500mm，植被类型多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主[17]。 

本研究所采用的 NDVI数据来自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提供的陆地产品中的 MOD13A3NDVI 数据（https://ladsweb.Modaps. 

Eosdis.nasa.gov）。时间跨度为 2000—2019年，时空分辨率为 1km 和全月。数据运用MRT 软件（MODISReprojectionTool）进行

格式转换、投影转换及拼接处理等校正处理，并运用 ArcGIS 软件计算提取其生长季（4～10 月）的 ND⁃VI 数据，采用平均值合

成法得到年尺度的 MODIS-NDVI 数据集。为进一步获得更加精准客观的数据，减少由于卫星的几何视场角和大气中霾、云以及数

据合成过程中导致的数据误差，采用 S-G滤波平滑法修正NDVI 数据。 

气象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的 2000—2019 年中国 1km 分辨率逐月平均气温与逐月降水量数据集

（http://www.geodata.cn）。为确保数据运算的有效性，所有气温、降水和 NDVI 数据均重采样为 1km 栅格大小。另外，DEM 数

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Geospatial Data Cloud）的 ASTERGDEM30M 空间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土地利用数据源于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 2000 和 2020年全国1km 多时相土地利用现状数据（https://www.resdc.cn/）。 

1.2 研究方法 

1.2.1 Sen+Mann-Kendall 

Sen+Mann-Kendall 可在分析植被变化趋势空间分布特征时有效消除噪音干扰，且较好完成序列趋势的显著性判断。Sen 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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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计算公式为： 

 

Mann-Kendall 可剔除异常值与缺失值的干扰性，增强研究方法的抗噪性，广泛运用于水文、气象与植被研究中，其统计检

验方法如下所示： 

 

式中：Z 表示通过标准化检验的统计量；S 表示检验统计量；xj、xi表示研究区时间序列；n 表示研究样本数量，当 n≥8,S

近似静态分布，其计算公式为： 

 

1.2.2 HHuurrsstt 指数 

Hurst 指数可有效反馈 NDVI 时间序列的随机性和持续性且预测未来发展趋势。本研究采用 R/S 分析法计算植被生长季NDVI

变化的 Hurst指数。 

指定一时间序列{NDVIt}，t=1,2，…，对于任意正整数τ≥1，定义均值序列： 

 

累积离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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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差： 

 

标准差： 

 

计算 Hurst 指数： 

 

式中：H为 Hurst 指数，在双对数坐标系（lnR/S,lnτ）中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求得。若 H=0.5，表示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

变化情况无关；若 0<H<0.5，表示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变化情况相反；若0.5<H<1，表示未来变化趋势与过去变化情况一致；H越

接近 1，持续性越强。 

1.2.3 偏相关分析 

偏相关分析可在 2个特定变量均与第 3个变量相关时，去除第3个变量的影响，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rxy,z表示变量 z固定后；变量 x和 y的偏相关系数rxy、rxz、ryz分别表示变量x/y、x/z、y/z的简单相关系数；并采用

a=0.05 的 t检验对偏相关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1.2.4 残差分析 

计算生长季 NDVI 与降水和气温的相关系数，建立基于像元尺度的线性回归模型来预测生长季 NDVI，得到仅有气候作用的植

被生长季 NDVI时间序列，从而获得残差值，即为人类活动对植被生长季 NDVI 的影响[17]，具体公式如下： 

 



 

 5 

式中：NDVIpre表示 NDVI 预测值；NDVIreal表示 NDVI 的真实值；a 与 b 表示 NDVI 对降水和气温的回归系数；c 表示回归常数

项；P表示降水量；T表示气温。若 NDVICC>0 表示人类活动产生正面效应；NDVICC<0表示人类活动产生负面效应；NDVICC=0 表示人

类活动产生的影响比较微弱
[18]
。 

2 洞庭湖流域植被覆盖时空演变特征 

2.1 植被覆盖年际变化分析 

2000—2019年，洞庭湖流域植被生长季 NVDI 年际变化呈现分阶段波动上升趋势，最高值出现于 2015年，最低值出现于 2001

年；年际增长速率为 0.004/a(P<0.01），说明在研究期内流域植被覆盖度增加显著，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图 1 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植被生长季 NDVI 年际变化趋势 

由图 1可知，近 20年间洞庭湖流域生长季 ND⁃VI 整体呈上升趋势，大致呈现以下四个阶段特征：①2000—2007 年为生长季

NDVI 持续增长阶段。2001 年出现最低值的主要原因是，三峡工程建设导致长江上中游部分地区土地利用类型改变、地表植被遭

到破坏[19]。随后，洞庭湖流域跨入了丰水期加上三峡水库运行，降雨充足加上大量洲滩裸露，流域内植被长势良好，NVDI 整体

呈波动上升趋势。②2008—2011 年为生长季 NDVI 波动下降阶段。该时段洞庭湖流域气候春旱和夏秋连旱多发
[20]
。2008 年极端

异常的冰冻气候和 2011 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严重的冬季持续干旱与洪涝灾害[21]，导致该时段内植被覆盖不断下降。③2012—

2015 年为生长季 NDVI 快速增长阶段。这主要是因为干旱与极端低温灾害过后，流域降水有集中趋势[22]，伴随着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规划的实施、粮食作物的丰收与人工造林面积的增大，政策的利好显著提高了生长季 NDVI 的增长速度。④2016—2019 年为生

长季 NDVI 缓慢下降阶段。该时段内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 NDVI 不断降低，但持续有效的生态治理政策延缓

了植被覆盖下降速率，总体呈小幅波动下降变化。 

2.2 植被覆盖空间分布特征 

由图 2可知，洞庭湖流域绝大部分区域植被覆盖状况良好，整体呈“西高东低”空间分布特征。参考前人研究成果[11]将生长

季 NDVI 分为高中低 3个级别，其中生长季 NDVI高值区（>0.6）主要分布在湖南西部武陵山区、雪峰山区，东部幕阜山脉、连云

山脉，东南部罗霄山脉和南部南岭山地区。该区域动植物珍稀种类丰富，自2000 年被列为重点生态保护区之后，植被覆盖度明

显增加[18]。生长季 ND⁃VI 低值区（<0.3）主要分布在地势较低的平原与城镇聚集区，特别是流域东部冲积平原与流域沿线城镇化

发展较快的大片区域与长株潭城市群。该区域虽降水量较高，但作为湖南省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其工业化程度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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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类活动强度较大，导致生长季NDVI数值普遍较低。另外，位于洞庭湖沿岸的岳阳、常德、益阳北部，以及湘中盆地的衡

阳、邵阳东部，其植被覆盖也相对偏低。生长季 NDVI 中值区（0.3～0.6）多位于高山与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包括湘南丘山区、

湘中和湘东丘陵以及环洞庭湖农耕区等区域，覆盖了流域内大部分的农业耕地，这与湖南省较好的农业基础与国家推行的遏制

土地撂荒政策密切相关。例如，位于洞庭湖滨的益阳市积极采取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模式，盘活了大量闲置农用地资源，对农作物

覆盖度的增加具有显著促进效应。 

 

图 2 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植被生长季 NDVI 空间分布 

2.3 植被覆盖变化趋势分析 

采用 Sen趋势分析，基于像元尺度计算生长季 NDVI 与相应时间序列的相关系数，得到生长季 ND⁃VI 年际变化趋势的空间分

布特征（图 3a），并用 Mann-Kendall 方法对其进行极显著（p<0.01）与显著（p<0.1）检验（图 3b）。结果显示：①流域内94.08%

的区域植被覆盖呈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西部强于东部、南部强于北部，这与东部与北部的人类活动较为密集直接相

关。②显著与极显著增加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 84.26%，主要分布于洞庭湖湿地、湘西局部高山区以及长江沿线周边地区。这主

要得益于流域沿线农作物覆盖面积稳定与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广的生态工程建设。③ND⁃VI整体呈减少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5.92%。

其中，1.75%的区域呈显著降低趋势，主要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群以及中部局部地区。城镇化的不断扩张与经济的高速发展

导致大量耕地被占用且地表植被遭到破坏，是降低植被覆盖率的直接因素[23]。总体来说，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植被覆盖整

体变化呈明显上升趋势。 

如图 4a所示，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生长季 NDVI 的 Hurst 指数平均值为 0.470，具体数据范围为 0.1044～0.9638，大

于 0.5 的区域占总面积的 84.74%。结果表明流域内植被变化的同向特征强于反向特征，相反趋势变化不明显。参考前人研究成

果对 Hurst 指数进行分级
[24]
，结果显示：高值区（H>0.65）主要分布在流域南部的南岭山地、北部的环洞庭湖农耕区以及贵州的

都匀市至凯里市沿线区域，反映出研究区植被 NDVI 过去与未来变化趋势具有高度的同向性；低值区（H≤0.35）主要分布在湘中

盆地的衡邵干旱走廊，反映出研究区植被 ND⁃VI 过去与未来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的反向性。 

为了揭示长江流域植被覆盖变化趋势及其持续性，将植被生长季 NDVI 变化趋势与 Hurst 指数进行叠加耦合分析，得到变化

趋势与持续性的耦合信息（图 4b）：①未来流域植被生长季 NDVI 由增变减面积占比为61.47%，表示流域未来植被增长趋势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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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整体发展可能向退化方向改变，这与桑国庆等[26]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该区域主要分布于湘西、湘中、湘南等大片区域，可

能是由于近年来国家大力开展生态治理工程建设，生态效应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明显恢复，但由于生态效应边际递减叠加

未修复生态区具有一定的修复难度，导致未来植被由增变减区域较大，生态修复难度增加。②持续增加面积为 32.87%，主要分

布在流域西南部的都匀市、凯里市，南部的南岭山地区，西部的雪峰山以及澧水流域，是我国生态保护与生态治理的重点区域之

一。③由减变增面积占比为 2.82%，主要分布在流域北部的长江沿线区域。这主要得益于洞庭湖北部地区长江补水工程、长江中

游防护林工程等各类生态修复工程的全面开展。④持续减少面积占 2.84%，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环洞庭湖城镇开发区以及

衡阳盆地。该区域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地带，植被覆盖指数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持续减少趋势。特别是湖区沿线与经济较发达区域由

于呈持续减少特征需重点关注，应为下一步生态工程建设的重点区域。 

 

图 3 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植被生长季 NDVI 变化趋势及显著性检验 

3 洞庭湖流域植被覆盖变化气候驱动因素分析 

3.1 植被生长季 NDVI与降水相关关系 

水分是主导植物生长的重要因子。本研究通过计算 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植被生长季 NDVI 与同期降水之间的偏相关系

数，并根据最大相关系数得出该流域降水变化响应的空间分布特征（图略），同时利用 T检验法进行显著性检验（图 5）。洞庭湖

流域植被生长季 NDVI与降水的最大相关系数为-0.7606～0.8472。植被生长季 NDVI 对降水变化的响应强度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

主要表现为西高东低。研究结果表明，洞庭湖流域植被生长季ND⁃VI 与降水相关关系为正的区域占总面积 90.7%，说明该区域植

被与降水二者间的关系主要为正相关。 

根据图 5a，近 20 年间洞庭湖流域大部分区域生长季 NDVI 与降水呈不显著正相关，流域西部武陵山区呈正相关明显，而环

湖沿线经济发达的城镇化区域则负相关明显。具体研究结果为：①呈正相关的区域占总面积 90.7%，呈极显著和显著正相关的区

域分别为 4.49%和 11.86%，主要分布在流域西部的武陵山区以及贵州都匀市和凯里市。该区域水分是促进植被生长的主要因素，

受生态林业工程影响植被覆盖程度呈逐年递增趋势。②呈极显著和显著负相关的区域占总面积 0.18%，主要分布于河湖水域附近、

洞庭湖区、环洞庭湖沿线城市群以及国家重点开发经济区。由于该区域降水量较大导致洲滩地表多被雨水覆盖，对植被生长产生

了明显抑制作用。此外，城市经济建设区普遍人口密集、经济建设活动频繁，降水量较大但植被覆盖变化不显著，呈典型负相关

分布特征，特别是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典型代表[25]。 

3.2 植被生长季 NDVI与气温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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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是影响植物生长的必要因素与条件之一。洞庭湖流域植被生长季 NDVI 与气温最大相关系数为-0.8792～0.8792，其主

要特征表现为“正负相关并存、空间异质性明显”，其响应强度则呈由西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强—弱—强”空间布局特征。降水

和气温均与洞庭湖流域植被生长季 NDVI 呈正相关关系。相对而言，气温对流域植被生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降水，反映出该区

域植被生长与气温的相关性更加显著。 

 

图 4 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植被生长季 NDVI 未来变化趋势图 

 

图 5 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生长季 NDVI 与降水、气温的显著性检验 

研究表明，洞庭湖流域植被生长季 NDVI 气温驱动区域具有“东部负相关明显，西部正相关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如图 5b

所示：①与气温相关系数为正的区域占总面积 85.06%，其中呈极显著和显著正相关的区域分别为 7.41%和 7.37%，主要分布在流

域西部武陵山区和东南部罗霄山区。该区域多为气温低值区，植被分布主要呈垂直地带性规律，温度上升对延长植被生长季、提

高光合作用、扩大植被生长面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6]。②与气温相关系数为负的区域占研究区总面积 14.95%，主要分

布于流域东部海拔相对较低的平原与湘江流域沿线及河谷区域，包括长沙、常德、益阳、岳阳等气温高值区。高温会加快土壤水

分蒸发而引发干旱，抑制植物的生长。③值得关注的是，衡邵干旱走廊也是植被生长季 NDVI 与气温呈负相关的分布区域。该区

域是湘中盆地群里两个最大盆地（衡阳盆地和邵阳盆地）的连接带，从东南沿海刮来的湿润季风气流很难越过高大的山脉而进入

盆地，造成区域内雨水较少。因此，气温对降水本就稀少的衡邵干旱走廊植被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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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洞庭湖流域植被覆盖变化人类活动驱动因素分析 

4.1 植被生长季 NDVI残差变化趋势分析 

残差分析法可分离出人类活动对洞庭湖流域植被覆盖的贡献因子，反映出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的影响性。2000—2019 年洞

庭湖流域 NDVI残差值空间分布结果表明，流域残差变化正面效应区域远大于负面效应区域，说明近20年间生长季 NDVI 残差总

体呈上升趋势（图 6）。其中，呈极显著增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流域西部武陵山区、中部雪峰山区、湘南低岗丘陵区和湘北幕阜

山与连云山等地区。该区域植被覆盖以森林为主且保护程度较好，人类开发活动相对较少，自然林与人工林覆盖面积快速增长，

远超植物退化面积[14]，人类活动正影响效应明显。其次，流域南部传统农耕区 NDVI 残差增长显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使农耕区呈现出 NDVI 植被覆盖与农作物产量同向变化趋势。此外，湘东平原区、湘江流域沿线及河谷等区域NDVI

也呈极显著增加趋势。 

 

图 6 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植被生长季 NDVI 残差变化趋势显著性检验图 

残差变化为负面效应的区域为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产生破坏作用的区域。结果表明，NDVI 残差呈显著减少的区域主要为湘

北、湘东平原一带，其中以长株潭城市群和京广、沪昆铁路沿线的地级市为代表的城市建成区为主。该区域普遍为湖南省经济增

速较快的城市区域，为社会经济与人类活动密集区且覆盖农牧耕作区，人类活动对植被 NDVI 的增长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近年

来，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带等概念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着城市扩张的速度，特别是城市周边大量的林地、耕地、草地被转变为

建设用地以满足城市不断扩张的需求，直接导致城镇周边区域NDVI 的显著减少、残差为负。 

4.2 农业生产对植被覆盖变化影响分析 

农业生产与植被覆盖变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洞庭湖流域具有大量典型的农业灌溉区，尤其是平原与丘陵地带分布了大量的

农业耕地，使人类活动成为农业生产区生长季 NDVI 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如图 7a 所示，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粮食产量总

体呈分阶段上升趋势，对比同期生长季 NDVI 变化具有明显的同向性特征，二者呈现显著相关性（r=0.734,P<0.01）。图7b为洞

庭湖流域生长季 NDVI 与农作物总耕地面积的关系图，二者间关联性特征明显，呈显著相关性（r=0.539,P<0.05）。可见，农业生

产对洞庭湖流域植被覆盖变化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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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生态工程对植被覆盖变化影响分析 

生态工程的全面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然因素对植被变化的影响，增强了植被变化的人为可控性因素
[27]
。洞庭湖流域

作为长江重要的子流域，是我国生态工程的重点建设区域，得益于 21世纪起始的洞庭湖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流域植被覆盖

变化发生了明显的正向效应。如图 8所示，随着造林面积的增加，流域 NDVI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人工造林面积与生长季 NDVI

变化呈显著相关性（r=0.688,P<0.01）。特别是 2003 与 2015—2019 年人工造林面积相对较多，对比同期 NDVI增速明显较快，表

明洞庭湖流域生态工程建设对植被覆盖变化产生了积极促进效应。 

4.4 土地利用变化对植被覆盖变化影响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能直观反映地理空间中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28]。2000—2020 年洞庭湖流域约有 10710km2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

变化。其中，以耕地与林地变化为主，面积分别为 4242km2与3169km2。当中，45.5%的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33.3%的耕地转变为

林地；42.1%的林地转变为建设用地，37.6%的林地转变为耕地。建设用地为转入面积最多的土地利用类型，累计转入约 3452km2，

主要用于城市扩张与城市群建设，占用耕地（贡献率为 55.4%），林地（贡献率为 38.62%），草地（贡献率为 3.21%）。 

 

图 7 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生长季 NDVI 与粮食产量、农作物总耕地面积的关系 

 

图 8 2000—2019 年洞庭湖流域生长季 NDVI 与人工造林总面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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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9所示，土地利用变化对植被变化影响具有明显的正负双重效应。一方面，建设用地的大量转入导致地表植被遭受一定

程度的破坏。流域北部、环湖沿线、湘江沿线、长株潭城市群等区域土地利用类型改变较大，特别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建设用地

扩张明显。大量的耕地、林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服务于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植被覆盖度明显降低。另一方面，流域新增林地与

耕地面积对植被覆盖度的增加具有明显促进作用。流域内新增林地主要集中于湘江沿线湖南省桂东县、沅江流域重庆市境内酉

阳苗族自治县等区域；新增耕地主要集中在湖区湖南省华容县、南县等地区。此外，流域内各大水系均有小范围轻度扩大，但人

口密集的洞庭湖区沿线水域则呈萎缩趋势。 

 

图 9 2000—2020 年洞庭湖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空间分布 

注：A表示耕地，B表示林地，C表示草地，D表示水域，E表示建设用地，F表示未利用地。 

4.5 城市扩张对植被覆盖变化影响分析 

城市建设用地的大量增加表明近年来洞庭湖流域城市扩张速度明显加快。目前，以城市群为大尺度的城市扩张模式已成为

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形态[29]，必然对周边地表植被覆盖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生成 15个 1km 为间隔的缓

冲区，采取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并叠加残差趋势来分析城镇化过程中人为因素对植被覆盖的影响（图 10）。长株潭三市由非建设用

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已建成经济开发区，其周边大部区域 NDVI 均呈下降与残差减少趋势。本研究通过将残差减少趋势的图斑叠

加土地利用变化图斑（非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得到其耦合重叠度为 41.67%，说明城市扩张是导致 NDVI 减少的主要驱动因素

之一。特别是城市重点开发区域周边均呈残差减少趋势，符合城市圈层外围扩张趋势，应为未来城市扩展建设与生态保护的重点

区域。针对此类区域应基于三重底线原则（Triple BottomLine）对其经济底线、环境底线与社会底线进行全面审视，最大程度

降低 NDVI的未来减少面积，达到城市扩张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实现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社会福利的“三重盈余”。 

5 结论与协同治理模式建议 

本研究主要结论与学界前人相关研究结论基本相似，目前洞庭湖流域大部分区域植被覆盖状况良好[14]，降水和气温变化均

呈正相关[30]，建设用地呈持续增加且扩张明显趋势[30]，未来流域大部区域植被 NDVI 变化可能呈增长放缓或退化趋势[26]，但也存

在一定研究成果，包括年际变化的分阶段波动上升、气温对植被生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降水、未来植被增长趋势可能放缓的原

因，以及人类影响因素与流域植被变化关系等方面，为湖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构建提供了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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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长株潭三市土地利用变化叠加残差趋势图 

5.1 结论 

①年际变化上，洞庭湖流域生长季 NVDI 呈分阶段波动上升趋势，说明研究期内流域植被覆盖增加显著。2001年最低值的出

现可能是由于三峡工程建设导致长江上中游部分地区土地利用类型改变、地表植被遭到破坏；2015 年最高值的出现或是由于新

增林地与耕地面积等政策的正向促进作用。 

②空间分布上，洞庭湖流域大部分区域植被覆盖状况良好，呈“西高东低”分布特征；变化趋势上，流域植被覆盖增加区域

明显大于减少区域，具体表现为西部强于东部、南部强于北部，该现象或与东、北部人类活动较为密集直接相关。未来变化上，

流域大部区域植被 NDVI变化可能呈增长放缓或退化趋势，特别是湖区沿线与经济较发达区域呈持续减少特征。 

③气候影响因素上，洞庭湖流域植被 NDVI与降水和气温变化均呈正相关，但气温对植被生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降水。其

中，对降水变化的响应强度具有“西高东低”的明显地域差异；对气温变化的响应强度具有由西向东南依次呈现的“强—弱—

强”空间分布特征。 

④人类影响因素上，农业生产与生态工程建设对流域植被变化具有正面效应；土地利用变化对植被覆盖具有双重影响作用；

城市扩张则是导致 ND⁃VI 减少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流域大部分地区生长季 NDVI 残差呈增长趋势，说明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

的正面效应明显强于负面效应；但湖区沿线、经济较发达地区与重点开发区周边均呈残差减少趋势，应为未来人类活动干预的重

点区域。 

5.2 围绕人地协调探索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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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知人类活动与地域系统的互动关系是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据。城镇化发展是绿色化发展水平的天然基础
[31]，区域植被覆盖率、城镇经济发展实力与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更对生态协同治理水平产生着较强的影响性。基于上述

研究成果，未来洞庭湖流域生态治理工作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①湖区应继续推进扩大新增林地与耕地面积等相关政策，制定相

应人工造林补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相关措施，保证湖区生态环境的绿色正向发展。②湖区东、北部经济

活动相对密集，未来植被覆盖呈持续减少特征，应为生态治理的难点与重点区域。基于植被对降水变化响应的地域差异与对气温

变化响应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应在流域西部的武陵山区以及贵州都匀市和凯里市加强自然降水监控且适时进行人工降水补充；

对海拔相对较低的平原与湘江流域沿线等气湿高值区，应避免由高温干旱所引起的负向影响，特别应关注衡邵干旱走廊区域。④

针对城市扩张的重点领域，相应的生态治理工作应针对洞庭湖流域的现实状况，充分考虑“水土流失、生态空间不足、跨区行政

壁垒”等问题，从我国特有的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出发，结合“点面型”与“交叉型”的生态治理特征，重构流域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体系。 

生态治理的复杂性要求多主体、多层级间的相互协作。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模式应从高位统筹、机构设立、人员安排、运行机

制、经费投入等方面入手，通过强化生态治理意识完善治理制度、机构与体系的构建。首先，应明确协同治理主体。通过厘清政

府、市场、社会所拥有的生态产品与生态权益，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三位一体的生态协同治理新格局。其次，

应根据我国现行的权责分配制度，构建由湖南、湖北、贵州、广西、重庆等流域沿线省份组成的同级不同政府间“竞合一体”的

生态治理府际关系，将主体协同能效与博弈关系网络融入治理体系构建范畴，重塑府际生态治理权力配置结构，提高生态公共服

务效益。再者，在协同治理的具体实施层面，或可采取以治理问题库为载体的形式，建立任务驱动型协同治理模式，有效协调多

方利益诉求，实现主体协同与过程协同的整体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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